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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征用*

———一项关于体育与现代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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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对现代性的反思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常谈常新的话题。近些年来日
益受到关注的身体社会学和身体人类学为诠释这一话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
视角。体育作为一个集中展示身体的领域，举国体制下的民族国家体育制度
为透过身体诠释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本研究选取女子举重这一具有鲜
明男性气质特征的女性运动项目，透过身体这一解释路径来阐述民族国家是
如何通过与家庭权威力量的合谋将对个体身体、特别是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女
性身体的利用，与其自身对现代化的渴望相融合。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家
庭实现具体的权力实践，迫使个体本身也参与到这场权力的构建中。参与其
中的个体既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建构者本身。
关键词:现代性 民族国家 体育社会学 身体社会学

在中国，体育赛事的举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深受爱国精
神鼓舞的普通大众和政治精英来说，正是看台上齐声呐喊的瞬间，强烈

的国家和民族归属感、集体荣誉感被前所未有地唤起。也正是在这一
刻，大众得以从日常生活中逃脱，把体育赛事变成一种狂欢的节日。而
这一切，都需仰赖运动员的存在和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但对于
把体育项目作为生活常态的运动员，尤其是对于颠覆传统女性形象的

女子举重运动员而言，体育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 笔者在一个偶然的

机会接触到女性举重运动员，使得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成为可能。
在 N省这个体育人才储备比较雄厚的省份，研究者似乎会有更多

的机会接触到竞技体育的精英们，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线性的
时间—社会制度中，各色人等之间天然进化的“区隔”，实际已经制造
了不同的生命“流水线”———研究者有研究者的，而运动员则有运动员
的，即便在广泛接触社会生活的社会研究领域，二者的交集也属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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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偶然参与课题访谈的机会，一种此前从未接触的生活方式，或曰生

命的存在却给我带来了惊讶之感。伴随着近 30 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
国的体育实力也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
2008 年，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 2137 个，占建国以来总数的
99% ; 创超世界纪录 1001 次，占建国以来总数的 85% ( 刘鹏，2008 ) 。
在新中国体育崛起的过程中，N 省作为体育大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而这些贡献尤以在重竞技运动项目中最为突出。重竞技指按照体
重分组别来进行比赛的竞技项目，包括拳击、跆拳道、举重、柔道、摔跤
五项。这些项目具有鲜明的男性性别气质，早期都只作为男性运动项
目存在。该类运动项目约占奥运会金牌的 20%，是中国体育的金牌大
户。① 重竞技体育项目对于一般观众而言观赏性较差，易对运动员身
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此，考虑到运动员在身体和心理上的付出，重
竞技项目获得金牌瞬间的辉煌尤其背负了更多的悲情色彩。以 N 省
籍运动员为代表的东北运动员由于具有北方人独特的的身体条件，常

在大公斤级重竞技项目中有所作为。
课题中的访谈为我提供了深入了解重竞技体育项目的契机，与女

子举重运动员成为朋友使得深度访谈成为可能。访谈的形式，是多种
多样的: 其中一部分采取单独约谈的形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 2
－ 3 个小时的无结构访谈，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运动员自己运动生
涯的回忆和评价，对其他队友运动生涯的回忆和评价，生活现状等。这
些访谈常常能使我身临其境，如在现场一般感受她们作为职业运动员

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她们带着主观色彩讲述的事实使理解个人与外部
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此外，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运动员随口说出
的一些只言片语也成为我关注的内容。这些语言虽然常常零碎松散容
易被忽略，但这些在放松的状态下说出的话常常代表了她们最真实的

态度。这些话常常帮助我证实和证伪了一些观点。当然，在运用访谈
法的同时，观察必不可少。有机会在研究过程中亲临现场观看运动员
的训练过程和比赛经过，并在这一过程中接触到 N省各市不同举重队
的教练和不同年龄的运动员，使我对于更广阔的调查背景有了感性认

识。此外，这些经历使得运动员的生活世界更加直接充分地暴露在我
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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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重竞技的说明可参见百度百科( http: / /baike． baidu． com /view /3195372． htm) 。



一、体育中的身体: 一项现代性的议题

体育作为一个能够集中展示身体的领域，连接了人类历史的过去

与现在，人的生物性与自然性。通过体育领域来透视人类社会是一条
可行的路径。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就曾通过
清教徒的体育运动来揭示社会变迁。此后，凡勃伦在有关对“有闲阶
级”的研究中也曾提到高校中的体育运动。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
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传统，奠定了体育

社会学的开端( 张修枫，2011) 。吉登斯在 1961 年以《当代英国的运动
与社会》为题的硕士论文正是通过足球运动的发展分析了体育运动与
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 李康，1999: 210 ) 。其后，布迪厄在《区隔: 品味
判断的社会批判》中运用“场域”、“惯习”、“区隔”、“品味”几个概念剖
析了体育如何制造社会的合法性和阶层之间的区隔。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体育相关的分析中布迪厄同时加入了对性别气质因素的分析

( Bourdieu，1978) 。埃利亚斯则通过过程社会学揭示了体育发展历程
如何呈现了社会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变迁，以及民族国家的集体意

志是如何通过体育表达的( 郭振，2010) 。最近几年国外有关体育问题
的研究绝大多数是跨学科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侧重性别气质、种族、
阶层与体育运动之间的互构关系，并融合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

究视角( 董红刚，2009 ) 。从外在形式上说，体育作为一项生理活动集
中展示的是人类的身体，因此在有关体育的研究中引入身体视角具有

合理性。
有关身体的思想古已有之，虽然众多思想中涉及身体，但并未把身

体作为明确的研究主体。现代以前，在人类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意识到
“身体”区别于灵魂而存在。在这种“灵魂—身体”二元论中，灵魂与理
性、永生等概念相对应，而“身体”则与感性、短暂等理念相关。这一时
期，人们推崇理性，认为只有与“身体”所代表的感性和欲望相抗争，才
能获得真知，得到永久的自由。可以说在古典时期，“身体”遭到贬抑，
有关身体的论说更多地是为了证明精神的存在。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
开创者，尼采批驳了推崇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将身体归于中心

位置。这些思想对后来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促成了身体社会
学的产生( 赵方杜、侯钧生，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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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相生相伴。工业革命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
类社会，当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的时候，社会学应运而生。社会学把人
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人类社会正是由一个个肉身生命组成。在较
早的社会学中，身体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变动中的社会给人带来的

困惑是一个一直受到关注的主题。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涂尔干
的自杀论，还是韦伯笔下禁欲的清教徒，都体现了这一点。同为社会学
家和人类学家的莫斯率先将身体作为关注主体，他分析了自然的身体

是如何通过身体技术的习得成长为社会的身体以及社会规范在这一过

程中的传递( 文军，2008) 。
与工业革命相伴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思想革命同样体现在有关

身体的部分。现代化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商业的繁荣与社
会功能的异化，熟人共同体逐渐变为流动性强异质性强的现代社会，个

人主义观念上升。科学的发展促进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身体被
更加深入地了解。在此之前，人们虽然认为灵魂和肉体是二分的，但同
属“自我”本身。在此之后，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上升与对自身生理因素
的进一步认识，身体在急剧变动的环境中被重新发现，身体与自我相分

离。这种身体的再发现正是由对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不适的反思而起
的，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身体的发现，正是始于对现代性的反思( 勒布

雷东，2010) 。
马克思有关劳动异化的理论可以被看作是最早有关对工业社会利

与弊的反思。而韦伯则是明确质疑 18 世纪以来对于“现代事业”的乐
观态度的第一人。他认为科学理性的发展在改变生活的同时也建造了
一个“铁笼”把人困在其中。随后的齐美尔、波德里亚等则从大都市的
精神生活及对消费行为的分析对现代生活进行了反思。
近现代以来，众多学者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不仅专注于对现代社会

形态的反思，也关注与现代性相关的认识论。哈贝马斯继承和发扬了
韦伯的传统。他认为包括韦伯在内的此前的思想家都没有挣脱主客二
分法的束缚和单向理解的模式。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救赎之道应建立在
沟通理性之上，他建构了一个联系个人和制度的“系统—生活世界”，
以关注个人生活世界为主导，由此引发系统层面的理性化，作为社会救

赎之路。吉登斯倡导将传统二元论改造为二重性，并以此为结构化理
论的基础。结构化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描述社会现实的本质，而在于提
供一种理解社会现实的可能分析视角。吉登斯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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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合了权力的生成，探讨社会系统之中的时空关联。布迪厄同样立
足于对二元论的反对，通过“场域”、“符号资本”、“符号权利”等几个
概念，揭示了社会的支配秩序是如何通过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得以实

现的。埃里亚斯着重于人类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勾勒，其研究中融入了
人类学的有关礼仪习俗的分析，以此展现了知识的“科学化”过程。后
现代大师福柯则通过话语的考古学及权力的谱系学分析展现了现代社

会中微观权利的运作。在《纪律与惩罚》、《癫狂与文明》中，福柯均从
生物性的躯体出发，具体阐释了权力的运行模式( 李康，1999 ) 。不可
否认，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同样存在着对生物性身体的关注。其理论
体系始于对弗洛伊德“利比多”概念的继承和发展( 秦喜清，2002) 。
不难看出，这些理论主要集中于对传统二分法的批驳，融合了人类

学的视野，并转向对身体的关注。有关身体的人类学、社会学正是随着
社会思想对理性、现代性、科学主义以及西方思想中传统二元论的不断
反思，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福柯的理论、消费理论的崛起而备受
关注的。身体作为一个连接个体与集体、生物人与社会人、过往与未来
的所在，为探索社会的变迁与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人
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身体作为一个象征系统隐喻了社会，身体
的状况表征了社会状况。布赖恩·特纳( Bryan S． Turner) 的《身体与
社会》标志着身体社会学的诞生。当代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有费
瑟斯通( Mike Featherstone) 、克雷格( Kate Cregan) 、勒布雷东( David le
Breton) 等。在这一领域中，现有的著作大多关注身体史以及身体与社
会理论的构建，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国内研究中对身体的关注
主要集中于对国外理论成果的梳理，侧重于对历代社会思想中有关身

体的思想的提炼，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将身体理论应用于文艺批评领

域。总体来说，有关身体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研究多于经验研究。

二、被征用的身体

体育即 physical training或 physical education，是身体教育的简称。
自有人类存在起，体育这种依托于生理要素的活动就存在于世上。体
育的发展历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有关体育的概念多种多
样，但主要包含两个要素: 将有关身体的练习作为手段，目的是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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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谭华，2009: 1 － 3) 。“体育运动并非是封闭
的和纯生物性的活动，而是自然与社会环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郝
勤，2006: 83) 。体育外显为生物性的生理活动，并难以和与之相关的
“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相割裂。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群体
成员身体所蕴含的能量都作为集体利益而存在，体育正是教化驯服这

种身体能量的主要措施。原始社会中，部落成员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
决定了部落的存亡，因此使部落成员的身体符合要求尤为重要。以成
丁礼为例: 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成丁礼的目的在于宣告部落中男性成

员的成年，内容一般包括狩猎、格斗等( 郝勤，2006: 11 － 12 ) 。在这种
仪式中，作为驯化身体的重要手段，体育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了。
现代体育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它从一开始就以国家利益为出

发点( 谭华，2009: 152) 。一般认为，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运
动是近代体育形成的标志，对后来的现代体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德
国体操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倡导群众体育运动的“杨氏体操”。“杨氏体
操”体系由费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杨创立于 19 世纪初。当时普鲁
士王国作为反法同盟与法国交战，遭遇惨败。国家为了重振国威，在推
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唤起国民的政治参与和民族主义情怀具有必要性，

杨氏体操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1811 年，杨氏修建了公共体操场并创
立体操协会，吸收各行各业的民众参与其中。体操协会在普鲁士的一
些重大节日都会有大型团体操表演，并有政府要员前往观看( 郝勤，

2006: 64) 。杨氏体操遭人诟病且最终演变为政治运动，但在随后的历
史进程中，杨氏体操达到了最初目的，普鲁士最终击败法国，成为欧洲

列强。有趣的是，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连遭战败的
法国也效法欧洲各国，在学校中推行体操运动( 郝勤，2006: 69) 。瑞典
体操与法国、德国的情形相似，也是在国运衰微之时应运而生。
英国户外运动与上述运动体系存在着不同。伴随着资产阶级革

命，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造优秀的资产阶级新
人与社会的发展直接相关。在此情形下，思想家洛克提出“绅士体
育”。体育被作为打造言谈举止符合社会要求的上流阶级的重要手
段。缺乏陆军传统的英国在推广体育运动时把塑造阶级气质作为主要
目的，为现代体育奠定了基础。英国作为现代体育的发端，最早出现职
业运动形式。现代运动虽然以业余原则作为根本原则，但在绅士运动
初期就有职业运动员出现。生活窘迫而有体育运动天赋的人开始把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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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为职业获得收入。
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是现代体育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将体育赛事

进行民族主义解读一直受到批判，但体育赛事从来就没有彻底摆脱国

家权力的控制。尤其自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成为反犹主义的舞台后，体
育赛场在冷战格局中俨然充当了两大阵营没有硝烟的战场。处于后发
现代化状态的诸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诞生之初就将现代性作为衡量

政权合法化的准绳。旧政权丧失合法性的原因在于它们在现代化进程
中使本民族处于落后状态，而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

扭转这种局面并证明民族优越性的可能。在战时，这种合法性的证明
表现在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获得上; 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这种证
明则表现在对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渴望和国际赛事中优秀竞赛成绩

的追求上。优秀竞赛成绩能够集中展示综合国力和民族优越性，最有
利于唤起民族情绪，提振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在此情势下的苏联体
育模式值得一提。苏联红色政权诞生于内忧外患中，出于其自身存亡
的需要，军事目的的体育传统直接影响了其体育模式。在资源稀缺的
条件下，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样影响体育领域。把国际体
育赛事作为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机会、竞技体育优先群众体育的举
国体制模式首先在苏联创立，随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效仿。
中国的体育模式正是受这种历史因素的影响。
人身体所具有的能量是国家所能控制的一种最原始的资源。罗丽

莎( 2006) 和潘毅( 2008) 在有关女工的研究中就指出，夫权制制约下的
年轻未婚农村女性灵巧而便于管理的驯服身体为全球资本和国家社会

主义合谋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最原始的能量。这些女性在精力最旺盛的
时间里作为高效率的劳动力融为流水生产线的一部分，为资本创造新

财富; 即将步入中年的时候，又由于城乡边界和传统社会夫权的胁迫再

次回到农村。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能量正是这样被国家廉价征用，并
在全球资本体系中获得利润。同样，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的身体能量
也正是被这样一套相似而不同的体系所控制和利用。回顾现代体育的
发展史，不难看出，发展体育事业不单是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而且常

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国际赛事上寻求竞赛成绩的突破以彰显
国家制度和民族的优越性是很多国家发展体育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
女子举重项目由来已久，但在 2008 年才作为正式的奥运会比赛项

目。中国在女子举重上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大公斤级的竞技上。由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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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身材高大的特点，大公斤级运动员很多来自北方，尤其是以 N 省
为代表的东北地区( 沈传茂，1999) 。女子举重运动的推广顺应了男女
平权运动的政治正确性。由于对体重增长的持续要求，加上项目本身
对力量和对抗性的强调，大公斤级女子举重运动员在外貌和气质上都

呈现出对传统女性审美气质的颠覆。选择作为女子举重运动员即是默
认了这种身体上的改变以及训练带来的高伤病率( 王武韶等，2000 ) 。
一名退役的运动员这样回忆在省队集训的日子: “天天晚上，一钵大米
饭，一钵红烧肉，还得是里面拌猪油的那种。给队里交 50 块钱，自己加
餐，他每天晚上就给你整一钵红烧肉，一钵大米饭。小级别的，不让吃，
减体重，饿得眼睛瓦蓝，拿凳子坐在那儿看着我们，我们在那儿，掉眼泪

在那儿吃，吃不下去呀，少盛点儿吧，不让啊，互相对着在那儿吃，眼泪

哗哗掉啊，掉在碗里，都吃到自己肚子里了……我以前可瘦了，1 米 69，
54 公斤，后来就变成 200 斤了，自己花钱长，自己花钱减，我妈就笑我，
上健身房，花了 2000 多块钱减了 20 斤，我妈就说，你这肉真金贵。那
时候我 97 公斤，他让我过 100，就怎么也过不去了，那身体都难受了，
身体负担太重了，那个脚走路的时候，脚指甲都扣到肉里，都冒脓了，练

举重的时候，脚不是得往地上踩吗，重量全压在脚上了。”
这些女子举重运动员的家庭大多比较贫困，来自比较偏远的农村

地区。农村的女孩子很早就会帮助家里做农活，听话，顺从，没见过世
面，又能吃苦，有很好的身体协调性，这些特点使她们更容易被教练看

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的家庭比较轻视女孩的教育，加上贫困
的因素，很多家长在为自己的孩子做选择的时候都会着重考虑经济原

因。“选队员的时候，我们直接到村里的学校去，城里的孩子才不会有
人愿意练呢，家长舍不得。农村现在也不好选了。”作为 A 市体校教练
的 Y 如是说。“选队员很辛苦，要走很远的路到村里去，路都很破，很
颠簸。”“到城市里的学校里去选队员，人家都不会让你进大门，要有教
育局的证明，你就是选上队员了，人自己也不愿意去，家长也不让。”另
一个市体校的教练 X则利用家人在教育局的关系，可以成功地在城市
里选到队员:“我老公的妹妹在教育局工作，每次选队员，她妹妹陪我
去，学校的领导和班主任就不好说什么，班主任再和家长说一下，这样

就好办得多。可是这样也不好弄到队员的，前几天选了一个学生，老师
也同意了，自己也愿意去，我就到她家去和家长谈谈，人家连门儿都没

让我进，就两个字，不行。自己回家难受了好几天。”X 这样和其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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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分享选队员的经验: “学习特别好的，学校不愿意放人，要选成绩一
般不是很好的。一般家里条件不好的，家长才会考虑。上次选了一个，
都到队里训练了，结果她自己跑了。我想着又白选了一个，结果她奶奶
亲自把她又给送回来了，求我让她在队里待下去。因为她爸妈离婚了，
没人管，在队里她奶奶能省心，花销还能少些。”
民族国家出于展示其体制优越性的目的，迫切需要大量优秀竞赛

成绩。运动员选拔和培养机制正是如同工厂的流水生产线一样，将运
动员作为原材料制造成民族国家所需的产品。在运动员成长为成熟的
运动员以前，大部分训练花销需要自己承担。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成
为一种对运动员进行分层与筛选的机制，区分了运动员从事的项目和

退役后的命运。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选择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的确能
为家境不理想的农村少年减少花销，并且提供一个向城市流动的可能。
因此，无论从选材机制还是从被选择者自身来看，尽管运动训练艰苦而

易造成身体的损伤，在资源分配体系中处于劣势状态的子弟更具有从

事专业体育训练的可能。由于不同运动项目之间的花销差异悬殊，家
庭的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重竞技项目正是运动
员需要承担费用较少的项目。“举重不需要什么，一件举重服一双举
重鞋就行了，队里都发。每年也没什么比赛，就是参加全国冠军赛和青
年赛，花在比赛上的钱也少。别的项目就不一样了，像篮球，一双篮球
鞋就得多少钱，看的人也多，要比的比赛也多，每次比赛都是要交钱的。
我这样的家庭负担不起的，我弟弟喜欢篮球，教练看他有天赋，让他到

队里练，我没有同意，主要就是因为钱的问题。”一位退役的举重运动
员如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是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越有可能接触
到对身体损伤较大的重竞技体育项目。然而，从事重竞技能带给他们
的改变命运的可能依然比较有限。以举重项目为例，至少取得全运会
前三名以上成绩的运动员才有可能在退役之后继续从事相关行业。由
于重竞技体育项目观赏性较差，一般在业余休闲体育运动领域应用比

较少，因此退役的重竞技运动员惟一能够从事的相关行业就是进入各

级体校继续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相比之下，篮球、羽毛球、网球、游泳等
项目的退役运动员则可以更多地从事业余体育训练，如充当健身教练

等。此外，运动员训练比较封闭，大多数运动员在训练期间只能接触到
与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相关的知识信息，如果在退役后转行，则明显缺乏

相对应的知识技能。因此，具有良好家庭背景自谋职业的退役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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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谋得好工作。如此一来，家庭情况处于劣势的重竞技运动员
在退役后同样难占先机。
由于女性的青春期到来早于男性，根据女性的生理特点，一般很早

就选拔女性队员接受大负荷的训练。女孩子在 13、14 岁的时候被教练
选到体校里去做举重运动员，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家长、老
师和教练三方博弈的结果。在这个左右自己人生轨迹的选择中，她们
自己仿佛是被动失语的。很多人只是觉得可以不用再学习，就欢欢喜
喜地接受了这个决定，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要从事的是举重项目。
“刚开始只是知道自己要去做运动员了，不知道什么项目，觉得去那里
跑跑跳跳的，挺好的。自己学习成绩又不好，考大学也不一定能考上，
这样还能减轻家里负担，以后可能还有出路。到了训练馆里，才知道我
要练的是举重。”一个刚刚参加训练一年半的女孩子这样回忆。我问
她是否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和本来瘦瘦高高的身材可能会变得臃肿肥

胖。“走一步算一步吧，既然都来了，也不能随便就回去。我看到她们
老队员，最后都会变成那样，可是有得到就会有失去。如果我练好了，
就可以向 M姐一样( M是奥运会冠军，现在在省里的体育部门工作) ，
要什么有什么，这是我能得到的，失去的，可能就是好的身材和轻松的

生活吧。”
竞技举重是公认的最为单调枯燥的运动项目。从十几岁开始一直

到退役，运动员的身体每天重复着机械的训练，很少学习文化课和其他

技能，躯体已经完全适应以比赛为指向的训练流程，如同女工适应流水

生产线一样，只能应对比赛的训练已经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Y 曾经
和我这样提到她过去的队友:“因为我的成绩还算不错的，现在已经算
很好了( 在市体校当教练，并且至今没有转正) 。以前的队友好多都没
有联系了，他们都回了自己农村老家，都在家种地呢。练了这么多年，
一身伤病，文化课也荒废了，除了举重什么也不会，也没有文凭。以前
有一个队友，27、28 岁的时候退役，结婚做妈妈好多年以后，30 好几又
回到了队里，明知道也不会练出什么成绩来了，可是又找不到工作，别

的也不会，回来总有点儿事做。”
然而，真正能够凭借比赛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以

奥运会为例，国际举联为了均衡各国的发展状况，限定每届奥运会每个

国家只能派出 4 名运动员，即使是省市国家级比赛，如果没有拿到名次
也无益于改变个体命运。“体育就健身还行，专业的，算了吧，太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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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枯燥了，就挂金牌的那一刻，过了就还是苦。就那一阵儿，心花怒放，
过后，谁还想着你啊，成绩取得的太小了，人家有奥运冠军全国冠军，你

就芝麻绿豆大点儿的成绩。”一名已经退役的运动员这样评价自己作
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光。
在前一部分的论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后发展国家对现代性

的热望正是致使这些女子举重运动员的身体为集体利益所征集使用的

根本力量之所在，而这种力量正是通过家庭和她们自己去发生作用。
在资源稀缺且分配不均的状况下，民族国家的力量迫使家庭的权威力

量与其合谋，并最终通过这种家庭的力量迫使女性的身体参与到冠军

生产线中。在此过程中，这些女性自己也参与到了这场权力的互构之
中。她们参与其中，并且相信自己是自愿参与其中的，她们既是规则的
接受者，也是规则的完成者。
选择举重就如同用高价买了一张返奖率极低的彩票，女孩驯服的

身体为女子举重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原材料”，但在职业运动员生
涯结束后，变形受伤的躯体又很难被社会所接受，甚至不能被她们自己

所接受。

三、作为女性的举重运动员

“我害怕我自己一个人，人多的时候，我可开朗了，可愿意说话了，
都听我一个人在那儿说。可是自己一个人呆着可害怕了，无形中就感
觉有压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被折磨的。我和他们说，我要得抑
郁症了，他们都说，你还能得抑郁症，天天这么欢实。”F 已经离开省举
重队两年，但她依然这样形容自己现在的状态。“以前我心太大了，总
想着进国家队，结果现在落差太大了，心里有点儿接受不了。以前一回
家看见邻居，人家就说‘冠军回来了’，后来我就不敢出屋，怕看见别
人，怕人家问我现在干嘛呢，看见了就跟人家说‘队里放假了’。刚回
家的时候一个多月没有下楼，就是怕见邻居。头两个月总是梦见自己
还是在队里训练呢。”

F出生于 1988 年，13 岁时由于杰出的体育天赋被一个在市体校做
教练的亲戚看中。“我当时想当兵，可想当兵了，他就说，你要是抓举
100 公斤抓起来了，我给你送到八一队去，我抓起来了，他也没送。我

531

论 文 身体的征用



就说不练了，就有情绪了，他就说，给送到省队吧，是去 L省队还是 J省
队，我说，当然 L省队了，咱自己家乡队嘛。”怀揣着为家乡争光的集体
主义思想，F毅然决然地成为了一名运动员。4 年后，她获得国家一级
运动员称号，同时获省运会的女子举重 75 公斤以上级冠军。在她开始
从事举重运动的第 6 年，由于伤病严重，再加上家人坚决反对她继续带
伤坚持训练，F 放弃了近 7000 元积压在队里的工资和自己的全部行
李，用一种类似于出走的极端方式从省队出逃，以此结束了自己从事专

业运动训练的生活。她回忆道:

当时，腿的两条比目鱼肌肉全都拉伤了，一条腿缠了两条绷

带，一条腿缠了三条绷带，上厕所蹲下就起不来了。一次一次的伤
加在一起越来越重，腰椎骶化了，脖子这个地方完全突出来一块，

就是杠铃一次次砸的。睡觉都不敢枕枕头，不然就感觉恶心。阴
天下雨就疼得更厉害，疼得直叫啊。回家以后扎点针，后来蹲下再
起来还疼，但是不抽筋了，那就是缓解好多了，我就和我妈说要不

咱还回去吧，我妈就说，你就别想了，断了这个念头吧……考虑到
以后才不练的，大夫就告诉我，以后瘫了怎么办，而且还是个女生，

以后很多一系列的问题带着呢……人家大夫都说，你们练举重的
太苦了，就是拿身体拼铁片子。

面对自己放弃作为职业运动员的现实，F经历了痛苦的心路历程:

后来我就想，唉，人的一生就那么回事儿，强求那些强求不来，

不应该是你的，算了吧。回家一个多月以后，我的腿好点儿以后，
一直有一股气在胸前，放不下，那天突然间就顺下来了。唉，无所
谓了，放下以后就觉得无比轻松。两个肩膀一下觉得没有分量了。
可是放下以后，我觉得我的担子更重了，挑不起来了。要文凭没文
凭，找工作找什么也找不着。
以前在队里的时候，到外面别人瞅我都像瞅怪物一样，太骄傲

了，太狂妄了( 在竞技举重中，很多教练常在对队员的性格塑造中

强调比赛的对抗性) ，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姐就说，对面楼都能

听见你说话。练举重练得耳鸣，说话怕你听不着。别人看见你就
像看着怪物一样，人家都问你，男的女的呀，剃个小平头。男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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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接受我的性格，太大大咧咧了。在家里换液化气罐，我妈花
钱找人扛上楼要 4 块钱，我就不让，花那 4 块钱干什么，我妈死活
不让，还是我给扛上去的。到家我爸就一边儿抢一边说我，你放那
儿，放那儿，你干什么，你是个女的，你是个女的你知不知道? 我都

习惯了，在队里面，教练对待男队员和女队员是一视同仁的，没有

一点儿不一样。

F在离队两年后依然拒绝改变自己男性化的气质和外貌，而且大
声地和我说笑打趣那些举止阴柔的男性。但是在 F 如此细腻地向我
讲述她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当她自己打趣自己像个男孩子的时候，我明

显感受到举重对她性别气质的塑造和这种塑造所导致的性别角色冲突

强烈地表现在她身上。
现有的大量有关女子举重的宣传报道主要认为这是国家综合国力

提升的表现，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反封建运动和女性解放的成果

( 赵宝椿等，2009: 44 － 48 ) 。与女性相关的性别话语与时代的变迁紧
密相关。艾华( 2008) 认为，被政权所塑造的性别话语并没能真正地解
放女性，对女性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依然占主导地位，集体主义倾向的女

性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否定依然是反复出现的主题。罗丽莎( 2006 ) 则
认为，对现代性的狂热是中国和其他后发达国家一样具有的特点，历次

改革与革命均以此为核心思想，而这些改革常常伴随和引发性别话语

的改变。现代性常与男性气质相对应，男性气质中强调力量、竞争和理
性的一面充分符合了后发展国家对现代性的种种想象。中国作为一个
女性运动员成绩明显优于男性的体育大国，在举重项目上同样显示出

这种性别差异。将民族国家对现代性的渴望所外化的对男性气质的强
调作为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未尝不可。
和其他逐渐向女性开放的运动项目一样，女子举重正是顺应了女

权运动的潮流。对于举重是不是一项适合女性的运动，依然有许多争
论，但举重运动更加强调男性气质的特点毋庸置疑。从对运动员的选
材的生理要求上来看，一般愿意选取四肢粗壮、肩宽胯窄、去脂体重较
重，同时腰不是很细的女性。在心理上要求争强好胜，心理状态稳定。
这些都与传统女性气质相违背。由于对肌肉力量的强调，血液中雄性
激素含量先天偏高的人更加合适( 余继英，2001: 301 － 304 ) 。这种翻
转的性别角色要求使得举重项目尤其强调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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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举重协会审定，2003: 49 ) 。教练员在日常训练中对运动员的管
理也突出男性气质，一般要求运动员只能穿运动装，不可以化妆留长发

等等。
女子举重作为一项高伤病率的运动，参与其中的身体不仅仅是作

为举重运动员而受伤，同时也是作为女性的身体而受伤。有关举重运
动的创伤研究中已经有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女性举重运动员的伤病率

在 90%左右，明显高于男性运动员( 王武韶等，2000: 44 － 46) 。这种状
况在高水平竞技中同样存在( 万妮等，2003 ) 。研究认为，女性运动员
高伤病率的原因在于女性生理周期所导致的骨密度丧失。但在与女子
举重相关的介绍中一般认为举重运动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利大于弊，同

时强调女性的生理周期与正常的运动训练并不存在冲突。然而在研究
过程中，女性运动员向我讲述的作为女性身体在训练中遭受的痛苦常

常与那些所谓科学精神的诠释相违背。
女性举重运动员与潘毅笔下的女工一样，她们生活在两种逻辑中:

一种是她们自己本身作为年轻女性的生理与心理构建出的行为逻辑，

另一种是她们的身体作为宏大叙事一部分的行为逻辑。这种宏大叙事
具体在女工身上也许是国家对于参与全球资本的渴望，而具体在女子

举重运动员身上就是国家对优秀竞赛成绩的需求。国家需要优秀的竞
赛成绩以彰显民族和体制的优越性，而运动员则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

社会地位。当这两种需求相冲突时，反抗就表现在躯体上。

四、认同 vs．反抗: 一种躯体化的表达

当这些女孩的年龄过了作为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又没有取得足够

改变她们命运的竞赛成绩时，她们必须在退役和继续训练之间做出选

择。已经退役并在 A市体校做教练的 Y曾在实力非常强的 L省队，由
于训练成绩非常好，曾一度被认为是奥运冠军 M 的接班人。但由于种
种原因，Y最终无缘她理想中的成绩，在一届本省作为东道主的全运会
前夕，她不顾众人的反对，选择了退役。我希望通过 Y 的故事来展现
当两种逻辑冲突时身体的反抗:

13 岁的时候开始做运动员，父母都反对。因为我小学学习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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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特别好，那阵儿是前 3 名……那阵儿的想法比较单纯，小学的时
候就想，小学完事儿得初中 3 年，高中 3 年，大学 4 年，你看得多长
时间，那时候我单纯的想法就觉得，我当运动员，那时候我家里经

济条件不好，当运动员能够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走一个捷径，能够

减轻父母负担，能挣钱，自己也能够出人头地。因为那时候( 教
练) 到学校去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训练成绩好的话，可以上大

学，免试，是这个原因我选择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从学校走的时

候，校长、主任、老师，除了体育老师，他们全都不同意，不同意去上
体校去。就这么的，我当时是想走捷径，才去练的体育，但是没想
到这条路是这么的艰难，这么坎坷，没想到。就是想象计划得太美
好了，没想到这样……当时我知道是去练举重，也是机缘巧合，当
时市体校到我们那去是录取前 3 名，我是第 4 名，因为我那时候年
纪特别小，13、14 岁，他们那阵儿选的都是 15、16 岁的，我去吃饭，
然后教练就看着我了，就说你也来吧，这小孩儿我感觉挺好的，身

体素质什么各方面都不错，让我去，我才去的。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练了一年多，那个队伍解散了，我回家上

学又上了一年初中。我走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走的，我从初
一开始念，刚开始就不会，我就拼命地学，后来赶上来，学习就中上

等吧。后来放暑假的时候，有个县体校的教练，就听说，咱家有个
亲戚就总说，咱家有个孩子成绩怎么样好，能抓( 举) 多少能挺

( 举) 多少。那个县体校教练有点儿不相信，就往咱家打电话，我
爸就问我，那你去不去呢，就问我，他们其实是不同意我去的，我说

我想试试，因为总觉得不死心，我在队里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就觉

得付出那么多，不甘心。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就说，你真抓这些挺
这些，成绩这么好，人家就说你不用在这儿练了，直接给你送市体

校去吧，就这么地，是 7 月几号还是 8 月几号来着，当时还在放暑
假，就去了市队。去市队其实也挺坎坷，虽然只练了两个月，我们
的教练也比较年轻，我们教练的爱人也是世界冠军，刚从省里回

去，就看着( 我) 了。我家条件那时候特别困难，一个月得交三百
几十块钱呢，挺多的，咱家也是负担不起，我记着那时候回家，我爸

就说你就不练了得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练了，我就想练。我就
给我姑打电话，我姑就同意我练，家里惟一支持的就是我姑。然后
就回去了，( 家里) 就同意了，然后就看着那个教练的爱人嘛，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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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我姑去了就问她，这孩儿有没有发展，因为我已经 16 岁了，实
际上我和那些( 队员) 都一边大，但是我就问教练，我年龄是不是

就过了，因为我从小练过一段时间嘛，教练说，没有，正好。那时候
体重轻，教练说你要把体重长上来，那时候体重 70 公斤，教练说你
要是能涨到 100 公斤，你就值钱了。没办法，因为我当时身体的情
况就适合打大级别的，我原来 1 米 62，体重才 116 斤。
我就接着练，那教练当时就给我爸承诺，半年之内就肯定把我

给送出去，然后俩月，就告诉我爸，我记得很清楚，是 10 月 1 号放
假，10 月 4 号回来，回来直接上 S 市( 该省省会) ，把行李带回来，
就去 S 市了。刚开始去 S 市就说，3 个月，行就留那儿，不行就回
来。那时候伙食费一个月 400 多块钱，特别特别贵，然后 3 个月了
还没声。省队教练在国家队，对我还挺满意的，然后我就不断地打
电话问我教练( 指市体校教练) ，怎么回事，教练就说，你再等等，

再等等，他说半年，后来又变一年，后来我就不问了，后来压了我 3
年的时间。打完省运会，拿了省里的冠军，才转正的，挣钱了。但
是正常集训就是这个时间，咱那个教练挺好的地方在哪呢，因为我

家庭条件不好，交不起钱，他给从队里边儿拿钱，就借给我那种的，

我每个月打个欠条，交伙食费，不用管家里边要钱，等挣工资以后，

我就把钱还给队里了。等到以后上高职什么的都是我自己供自己
上的学。之前其实就是可以报的，可是我不敢报，因为没有钱，等
挣工资以后我才上的。唉，钱的问题一直影响我很多，一直觉得压
力挺大的，跟同龄人的孩子来说就觉得自己更有压力，负担更重，

特别特别重。

Y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用好的成绩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了她坚
持训练的精神支柱，可是正是这个精神支柱使她在处于竞技状态顶峰

的时候断送了自己获得更好成绩的希望。“一段时间里，很自卑很不
自信的感觉，压力太大了，注意力没法集中，总是受伤，越是到比赛前越

是受伤。心思特别特别重，也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想什么。那两年就
莫名其妙的，他们看见我都感觉可消极了。找原因就找不着，我就说我
没有劲儿，就是练不了。其实就是心里的原因，就是不断暗示自己，你
没有劲儿。测体能，验血，为我测了好几次，就是自己想太多了。经济
条件只是一部分原因，我自己也想不清楚。那时候我和 M 关系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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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陪我一圈一圈地在院里走，和我谈心，分析原因，但是还是这样。”我
很奇怪 Y作为教练重点培养的队员为什么总是在赛前的训练受伤，这
未免太过大意了。我反复问她是不是因为训练量过大或者安排内容不
合理，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完全不是训练的原因，训练和平时
都是一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继续问她，是不是她成绩
一直很优秀，即使受伤，教练也一定对她不会失望的，得到的答案却很

出乎我的意料: “当别人都放弃你的时候，你自己就对你自己有信心
了，已经都把那个要求降到最低了，就这样了呗，大不了不比了，那个时

候的感觉特别特别好。我什么要求也没有的时候，要比他们什么‘我
一定要拿冠军’什么的好多了……生理周期也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
么回事，每次都能赶上比赛，要么提前，要么错后，是不是大脑潜意识里

控制的，我也不知道。”
Y对于自己伤病的诉说已经明显地带有躯体化的成分。所谓躯体

化就是“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
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
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
关于自身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
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个体的解释”( 凯博文，2008: 49 ) 。凯博文
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人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身体的痛苦表

达比纯粹内心痛苦的表达更具有合法性。Y的躯体化正是验证了这一
点，并且生动地说明了边缘化的身体是如何被重复生产的。
在访谈中，Y特意反复多次向我提到自己以前学习成绩非常好，而

且经常和我提到在队里的时候她是队长，训练记录都是她写的。“体
育其实是个需要动脑筋的事情，光使蛮力是不行的。”在非常拮据的情
况下，Y在队里用自己赚来的钱坚持完成了函授课程的学习。虽然她
主动放弃了学业，但是上大学对于她自己来说是一个难以放弃的梦，体

育对于她来说则“练够了，太艰辛了”。直到现在，Y依然保留着每天学
习的习惯，她提到自己每天都在学一点英语。勒布雷东( 2010) 认为，文
明的进程正是在于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抹去。运动员作为一个强
调身体的职业，在文化谱系中处在较低的位置。很多运动员在访谈中
都曾提到自己被人称作“体育棒子”，Y 的所作所为正是对这一等级序
列的反抗。虽然客观上从事体育使她成功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身份
由农民转变为体校教练，但她显然并不完全满意自己的选择。出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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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分担经济条件的考虑，Y选择放弃学业去做运动员，而且后来不顾
家里反对再次回到举重队，这一切使得 Y做运动员看起来完全是出于
自愿。然而在文化的潜意识中，这些都是她作为一个并不富裕家庭中
的女儿必须做出的牺牲。她希望离开举重队，真正重新开始自己的学
业，但这种愿望显然不符合体制和家庭对她的要求，因此表达不具有合

法性。借由躯体化的表达，Y得以在比赛前，从心理上躲避家庭与体制
带给她的巨大压力，使这种对责任和义务的拒绝得以表达。Y 在全运
会前坚决退役，放弃自己能在成绩上更进一步的可能，足以见得这种拒

绝与反抗不仅仅出于潜意识，不仅仅表达在身体上。
在 Y退役后，她利用自己的积蓄终于在体育大学获得了正式本科

文凭，对于这一点她自己非常满意，在访谈中她经常和我强调，这个是

正规的大学，不再是函授的了。退役之后 Y可以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
一起，但是 Y表示“不怎么愿意回家，家里住不惯，也没什么事情可做，
回到家他们就问我什么时候结婚，问我什么时候工作能转正，听着

心烦。”
Y退役后难以面对家庭的窘境是许多农村女孩的共同体验。多年

的运动员生活使她们已经适应城市里的生活，机械的训练取代了乡间

的劳作，身体不再能迅速适应这种转变。青春在封闭的训练中消磨，回
到乡土社会中才猛然发现自己多年的努力完全归零，在别人眼中自己

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多年的训练已经使她们在外貌和气质上都缺
乏女性特质，加上没有稳定的工作，在婚姻市场中她们依然处于劣势。

五、尾 声

女性的命运常是时代的缩影。在波诡云谲的世事变迁中，女性往
往更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家庭和体制在提供庇护的时候同时也为个体
提供了风险。在密布险滩的生命激流中，理解处于弱势女性的命运对
于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女性驯服的身体常被要求服从于各种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但在

责任与义务中，她们自己的感受常被忽略，甚至被她们自己所压抑。在
女子举重领域内，体制与家庭的决策合谋迫使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处

于弱势的女性做出从事体育的选择，社会权力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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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被征集利用以获得集体荣誉。除少数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世界冠
军，大多数没有获得太大成绩、缺乏利用价值的女性只能复归原有的生
活。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失去的是受教育的机会、具有女性特征的外貌
气质和原本没有伤病的躯体。这些隐性资本的丧失使得她们复归原有
的生活状态也成为奢望。这样的后果往往是她们自己始料未及、难以
面对的。参与权力形成的行动者最终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通过自身微
小权力的实践，完成了向反抗者的转变，虽然这种反抗有可能仅仅是无

意识的。
恰如米尔斯( 2001) 所言，“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

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生活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对于女
子举重运动员而言，开始运动员生涯就如同踏进了生活的陷阱，她们无

法理解那些出于自己的自愿选择而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本研究希望尝
试建构一种以女子举重运动员为代表的原本被压抑的话语，透过这种

话语来描绘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形形色色的权力施加在我们每一个

个体身上的诡计。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不能深入到各地农村更多地与那些回

到农村的运动员接触。研究中所能接触到的多是年龄较小的在役运动
员和那些能够成功留在城市中的个体。她们家境相对比较好，受教育
程度更高，而且愿意回忆过去，并且能够用组织的语言表达出来。通过
她们作为代言人，我可以侧面了解到更多不同个体的生活状况。这种
转述难免使搜集到的资料存在偏颇。我也曾几次希望能够通过她们以
前的队友与这些沉默的多数获得接触的机会，但都被她们的队友拒绝

了。“她们不会说也不愿意说，她们压根就不能理解你要让她们说些
什么。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明白表达什么。”这句半开玩笑的
话使我意识到，我所做的尝试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失语者就是这样
被剥夺和自我剥夺了发声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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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ERP implement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company C，a large state-owned enterpris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s as well as the essential condi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transformation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ERP． By comparing the employees’
interpretations of daily practices in the organiza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RP，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nformatization in company C has
transformed it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rom relation-based culture to rule-based
professional culture． The mechanism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nclude technology
imperative，the management discipline and the employees’ self-adapt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hether technology could chang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depends on
the extent of legitimacy the technology has acquired in the organization．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for the second-stag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Expropriation of Body: A research on physical training and
modernity Sun Ruiyi ＆ Tao Shuangbin 125…………………………

Abstract: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is a topic which is preval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while the increasingly attractiv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human body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to study this subject further． Particularly，given that
physical training is a domain where the body is intensively presented，the physical
training institution of nation-states under the whole-nation system makes it possible to
interpret modernity through the sociology of body． By choosing women’s
weightlifting，a sports item with evident masculinity，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the
power of the state combined with the authority of families makes use of the individual
body，especially the bodies of women who are in marginal situation．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state’s expropriation of individual body is largely driven by its desire
for modernity． During the process，the state realizes its power practice through
families，and the individual athletes themselves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individual athletes involved are not only victims but also the
builders of the power system．

The Possibility to Voice: A reflection on the complaining campaigns
against landlords during the Land Reform Wu Yi ＆ Chen Qi 146……

Abstract: Suku，or complaining campaigns against landlords during the land reform，
is a phenomenon which has evoked a great deal of reflec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se
reflections mainly concentrate on whether peasants could express themselves truly and
autonomousl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peasants’absolutely low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their cognition of suff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were indeed the basis of
peasants’ response to suku， howev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uku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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